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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阐述易学之象数概念、理论及其对中国古代的科学世界观、自然科学发展及思维方式与方法等的影响及存在

的问题探讨中医针灸量化的理论依据、思维方式与方法和标准。阐明易之象数理论是中医（针刺）量化的理论依据；中医针刺

量化的思维方式是唯象思维；《易传》之“以类族辨物”和王夫之的“象数相倚”是古代科学文化朴素的唯物辩证方法论，是中医

针刺量化的方法，既“取象”（即寻求符号关系）又“运数”（即寻求数量关系），形数统一；针灸量化的标准是以针刺深度、留针时

间（呼吸次数或息数）为衡量针刺量的大小，以天地生成数、针刺补泻来区分刺激量的性质，以患者针下“气至”或“得气”的感觉

来衡量是否达到最小刺激量。认为古代医家对针刺量学研究虽然还不够系统，但是对今后的针刺量化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和

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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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医针灸的发展，针刺的量学研究越来越

受到重视，尤其是影响针刺疗效的重要因素——针

刺量，即针刺刺激量。石学敏院士首次提出了“针刺

量学”的概念，所谓“针刺量”就是在临床针治时，根

据病情，确定相应的手法及足够的刺激量，以获得最

佳疗效［１］。至今对于中医针灸能否量化、如何量化的

问题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为此，我们探本求源，从易

学之象数理论入手来探讨中医针灸量化的依据、思

维方式与方法和标准。

１　易学之象数理论

《周易》即《易经》，是《六经》之首，是中国古代科

学文化的总源头。《易经》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象数

易学主要是对世界符号化数字化的探索，即探索卦

爻象和卦爻辞乃至《易传》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和根

据。象数是由易的６４卦卦象、３８４爻爻象和体现卦爻

象的数字组成。其中，“象”是宇宙变化发展过程的一

个重要阶段和存在表现，也是人类认识的重要形式；

“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并且努力寻求事物之间的

比例关系［２］。

１１　易学之象数理论

数是象的深化，“参天两地而倚数”，“极其数，遂

定天下之象”［３］。即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天地之数”，

就可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知鬼神之性状”［３］。所以“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

焉”［３］。无论象理还是数理，均属于认识客观世界的

方法。

《易传》之“以类族辨物”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取

象，即通过“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等方法观

察自然、社会现象，获得感性材料，继而对观察得来

的各种表象，概括其类，使之脱离具体形象而抽象

化，形成意象，最后将意象物化为最具代表性的法

象，作为象征和演绎天地万物变化的简易模式，并通

过爻画阴阳组合成象征性符号，以分析其演化规律，

判断其凶吉成败，即《周易》八卦。二是运数，即运用

十个自然数的朴素含义及其组成的数学模型，如阴

阳模型、三才模型、五行模型、八卦模型等，以数学语

言与思维形式，对“天地之道”进行描记和筹算，说明

与推演事物变化规律，表达其质量变化［４］。

明末哲学家王夫之站在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立场

上，批判地继承以往象数易学，在《易传》“以类族辨

物”基础上，提出了“象数相倚”的方法论。王夫之“象

数相倚”的思想观点主要有二：一是要用“比类相观”

的方法来“取象”。人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事物的表

面相似上，而应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用比较的方法

来把握其本质，对事物作定性的分析。二是象生数，

数生象，象数互相依存。故曰“天下无数外之象，无象

外之数。……是故象数相倚（依），象生数，数亦生象。

象生数，有象而数之以为数。数生象，有数遂成乎其

为象”（《尚书引义·洪范一》）。王夫之的“象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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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是比较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并在朴素的唯

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突出显

示了方法论的意义。

１２　易学之象数理论的意义

《周易》凭借着象数去考察和认识世界，其将宇

宙的结构看作是一种先验的程式化的象数模型，即

由卦爻、九宫、五行、河图、洛书组成的模型，这些模

型包括卦爻模型、河图洛书（五行）模型、太极图模型

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象数学，就是利用阴阳五

行象数符号、图式解说推衍、模拟宇宙万物的存在形

式、结构和变化规律。《周易》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分

成８大类，用６４种符号表示出来，且每一种符号设计

了６个发展阶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建立

了符号化数字化的认识系统。《周易》世界符号化数

字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是人类认识的重要方

法和成果［２］。

１２１　易学之象数理论对中国古代的科学世界观

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　对于世界本质的不同见解

产生了两大象数易学学派：一是数本论学派，二是象

本论学派。数本论认为数生象，偏重于运数，对世界

数的本质的理解形成了数本论的科学世界观。其思

想有二：一是数是世界的起源和本质；二是事物之间

存在着数量关系。数是一个“先天地而已存，后天地

而已立”的神灵之物，“神虽非数，因数而显”，万物莫

逃于数。数本论的科学世界观对自然科学产生了积

极影响，且成为天文学、历法、数学、音乐等学科的理

论基础。象本论把象，即符号看得更为重要，偏重于

取象，认为是由象生数，形成象本论的科学世界观。

１２２　易学之象数理论对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

维方式和方法的影响　唯象思维方式是以象数为基

本形式，或以观物取象，或以取数运数，或以符号模

型来阐述天人之道，成为古代科学与文化的重要方

法论。其本质是用符号和数字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并

用其在世界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此种

科研方法，在具体应用时“取象”和“运数”的侧重点

会有所不同，有些学科如医学、农学比较强调用类比

法来“取象”，有些学科如天文、历法、音律则偏重于

“运数”。唯象思维方式借助一些经验现象的刺激来

获得象，并通过象的符号系统来获得对事物本质的

直接把握，它的过程是顿悟，它所把握的是全体和意

义，其目的是揭示存在本质和意义，并为人类生活提

供方便之用，所以它是一种形象的直觉。这种方法虽

然不是现代科学的定量方法，但它确实是近代数学

方法产生前的意义重大的用符号和数字的方式去认

识世界的科学方法［５］。

１３　易学之象数理论存在的问题

中国古代虽然对世界符号化数字化做了最早的

探索，但１６世纪以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开始落

后于西方，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外因是以伽利

略为代表的寻找自然现象间的数学关系的研究取得

了巨大成就。内因是《周易》的世界符号化数字化的

理论存在不足：一是重符号关系不重数量关系。在把

世界符号化和数字化后，就出现了符号和数字这两

种人的认识的产物。人的认识应该集中到符号之间

的关系还是数字之间的关系，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路向。易学家大都是象本论者，认为象生数或象而后

数，认为形及于变而象，象而后数。主张数本论的较

少。所以它把问题集中在符号之间的关系。其对后

世的影响就是过度重视符号研究，不重视数量的研

究，结果使科学发展的速度变慢了，使人们对数字的

感觉淡漠或不敏感。二是对实用性的过分追求。在

数的计量、通神和述理三大功能中，通神的作用日益

发展，并且成为占卜预测的主要工具，以致于各种通

神预测的技术被称为“术数”。中国古代把世界符号

化和数字化的努力后来没有获得像西方社会所取得

的成就，而是走到神秘主义的路向，这是中国科学发

展的一个巨大损失［２］。

２　中医针灸量化的科学依据、思维方式与方法及标

准

２１　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象数理论的关系

象数理论是中国传统科技领域共同的观念基

础，是数学、历法、音乐、中医、文字、农学等古代科学

文化的源头。在数学方面，历代学者用“易数”的机理

来界说、解释甚至指导数学研究的现象比比皆是，他

们几乎把整个数学体系的形成都归因于“易数”，包

括数的定义、运算工具、度量衡等等。“易数”对天文

历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如汉代刘歆所作的《三统

历》中的数据都用《易经》来定义和解释；并认为行星

与太阳的运行都是由乾之策数和坤之策数决定的，

并且给出了大量数据。《周髀算经》、《大衍历》等著作

中的数据无不以“易数”为基础。中国古代的音律也

以象数理论为根据，《吕氏春秋》说：“音乐之所由来

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

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由八卦，而有八

音。十二律分阴阳两类，阳六为律，阴六为吕，与六爻

相呼应。

“医易相通”，易学也是中医学的理论渊源。古代

医家大多懂得《周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应用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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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来解决医学临床的实际问题。孙思邈有言：

“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明代张介宾曰：“虽阴阳备

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

一此阴阳也，岂非医易相同，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

知《易》乎？”这种“医易相通”的观点在中医研究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宏观上也可以发现，中医学的

主体思想，天人合一、阴阳协调、四时节律和变易的

观点都与《易经》相一致［６］。

２２　中医量化研究的理论依据、思维方式与方法

在中医文献中不仅有“象”的描述，而且对“数”

的研究也不乏其中。中医学的医数与易数密切相连。

在《黄帝内经》中我们见到的数就有两种，一种是观

察实测的数，是具有计算功能的数，例如对人体组织

器官的实测量度、一昼夜呼吸次数、血气运行度数

等；另一种就是具有文化功能的数，即易数，例如五

行数、三部九候数、“七、八”数、天地生成（河图）数、

九宫（洛书）数等。《黄帝内经》中这两种“数”说明了

远在东汉末年医家就已经进行了数量关系的研究，

其实质上体现了中医的象数思维。王夫之对《黄帝内

经·素问》中的“取象”、“运数”予以肯定，说：“故诸

家之说，唯《素问》为见天地之化而不滞五运之序”

（《思间录·外篇》）。

基于上述可以认为，易之象数理论是中医针灸

量化的依据。针灸量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唯象思维。

《易传》提出“以类族辨物”和王夫之的“象数相倚”的

主要任务是“取象”，即对事物作定性分析从而认识

类的本质；而对类的把握还必须“运数”，即对事物作

数量的分析，这里就有从数量关系来把握类概念的

意义，也就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人们用科

学的类比方法从自然界中抽象出范畴（“象”），又用

范畴观察自然，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数”），然后又

依据对事物数量关系及其规律性的知识，制作器物，

改造世界。这就是中医（针灸）量化的方法。

２３　古代医家对“针刺量”大小的衡量标准

古代医家大多是从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呼吸次

数或息数）、天地生成数、针刺补泻及患者针下“气

至”或“得气”的感觉等几个标准来研究针刺量学的。

２３１　针刺深浅　虽然古代文献没有明确提出现

代意义上“针刺量”的概念，但有关针刺量学的问题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论及。如《灵枢·九针十二

原》曰：“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

深则邪气反沉，病益”。又如《素问·刺要论》：“刺有

浅深……浅深不得，反为大贼”，“病有浮沉，刺有浅

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再如《素问·刺齐论》记

载：“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

刺脉者无伤皮……”。这些记载都是根据疾病部位深

浅而确定刺深刺浅。病位浅显或初病时，针刺要浅，

小刺激量即可；病位深或疾病的急性期时，针刺要

深，大刺激量才会起作用。至于刺之深浅程度，应以

所需要刺达的组织为度。《难经·七十难》亦云：“春

夏者，阳气在上，人气亦在上，故当轻取之；秋冬者，

阳气在下，故当深取之。”即春夏刺浅，秋冬刺深，这

是根据春夏秋冬的不同来规定针刺深浅的。以上这

些经文都是较早根据病位深浅、季节气候来界定针

刺深浅的，是在“象”的基础上间接地论述了针刺

的“数”。

２３２　留针时间　古人把呼吸次数即息数作为每

次留针时间长短来衡量针灸刺激量的大小。如杨继

洲在《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中的“补针之

要法”中曰：“针手经络者，效春夏停二十四息，针足

经络者，效秋冬停三十六息。”这里强调用针行补法

时，留针的时间（息数）：手经要２４息，足经要３６息。

手经相对于足经的刺激量要小。这里的２４、３６就是

六阴数。从“象”的基础上把握了“数”，这是象生数。

２３３　针刺深度联合留针时间（呼吸次数）　古代

文献记载多以针刺的深度并联合呼吸次数来计算留

针时间。“呼”指呼吸，一呼即呼吸一次，这里指呼吸

一次所用的时间。如《灵枢·经水》曰：“足阳明，五脏

六府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弗

散，不留不泻也。足阳明刺深六分，留十呼。……手

之阴阳，其受气之远近，其气之来疾，其刺深者皆无

过二分，其留皆无过一呼。”《针灸大成》也有类似记

载：“下关：《素注》针三分，留七呼。《铜人》针四分，得

气即泻……”。这些经典文献是以针刺的深浅和留针

时间（以呼吸次数计算）来说明针刺量的，而衡量针

刺量的标准量度单位就是“分”及“呼”。这里的几分、

几呼应该属于数的范畴。但“刺几分”应根据机体胖

瘦不同，腧穴分布部位各异而定，若徒执“刺某分”而

不明了该刺至某一组织，则无异于刻舟求剑，故张景

岳说：“应浅不浅，应深不深，皆过其道”［７］。

２４　古代医家对“针刺量”性质的判断标准

２４１　天地生成数　《针灸大成·生成数》曰：“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

之。”古代“河图”中将一、三、五、七、九称为天数，为

奇为阳，将二、四、六、八、十称为地数，为偶为阴；将

一、二、三、四、五称为“生数”，六、七、八、九、十称为

“成数”。古代医家利用天地生成数来判断“针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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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如杨继洲的补法采用“生数”１～５分的深

度，泻法采用“成数”６～１０分的深度，以此来区分针

刺补泻。如其在《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中

的“补针之要法”论曰：“补针之法，……催气针沉，行

九阳之数，捻九撅九，号曰天才。……以生数行之，号

曰人才。……再以生数行之，号曰地才。”杨继洲补法

的操作，在到达天、地、人每一部时，行针催气时分别

以九阳之数、生数行之。接着杨继洲又在“泻针之要

法”论曰：“凡泻针之法，……行六阴之数，捻六撅六，

……提出至人部，号曰地才。……以成数行之，吸气

二口回针，提出至天部，号曰人才。……，以成数行

之，吸气回针。提出至皮间，号曰天才。”杨继洲泻法

的操作，在到达天、地、人每一部时，行针催气时分别

以六阴之数、成数行之。可以看出：补用生数，刺激量

小；泻用成数，刺激量大。杨继洲运用数量关系充分

地把握了符号关系。

２４２　针刺补泻　杨继洲在《针灸大成·经络迎随

设为问答》中的“刺有大小”论中，把刺法分补泻而又

有大小之不同，以此来区分刺激量的轻重。①平补平

泻法：若病症仅为“阴阳不平”，根据虚实不同，只需

用提插法来调整气机。补者，先浅而后深，从外（阳）

推内（阴）而入之；泻者，先深而后浅，从内（阴）引外

（阳）而出之。故曰“有平补平泻，谓其阴阳不平而后

平。阳下之曰补，阴上之曰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

已”。②大补大泻法：机体的阴阳都有盛衰之时，必须

在天人地三部都施行补或泻的手法，使经气内外相

通，上下相接，杨继洲称之为“大补大泻”。故曰“有大

补大泻，惟其阴阳俱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

俱泻，必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③

小补小泻法：即是杨继洲的“针头补泻”法，“此乃补

泻之常法也”。在针刺入穴得气以后，着力于针头，推

内为补，上提为泻。针头的推内提伸的深度为“容针

空豆许”。所以杨继洲曰“摇而伸之，此乃先摇动针

头，待气至，却退一豆许，乃先深而后浅，自内引外，

泻针之法也，故曰针头补泻”。杨继洲的刺有大小论，

从理论到具体针刺手法，用大补大泻、平补平泻、小

补小泻来区分刺激量的轻重，达到了质和量比较一

致的成熟阶段，对针灸临床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８］。

２５　古代医家把“气至”或“得气”作为“最小刺激

量”的判断标准

得气是衡量针刺有效的信度标志，正如《灵枢·

九针十二原》所云：“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

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刺之要，气至而有效，

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标幽

赋》亦云：“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得气虽是

一种主观指标，但却客观地反映了针刺的疗效。同时

上句的《黄帝内经》经文不仅说明了“气至”或“得气”

与针刺效应的关系，亦说明了针刺刺激量与针刺效

应的关系，即针刺的量效关系，针刺量是针刺效应的

重要因素。“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是说针刺未

达到刺激阈值，未引起针刺效应，继续针刺或留针以

候气。留针的目的是为了得气或增强刺激量以巩固

疗效。“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是说针刺的刺

激量达到了阈值就产生了针刺效应，就可以拔针了。

所以，“气至”或“得气”可以看做每次针刺达到最小

刺激量的界值点。

３　结语

总之，通过以上对于易学之象数理论的研究探

讨及古代医家对基于“针刺量”意义上的认识，基本

上回答了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针灸量化科学研

究是可行的，而且有其可靠的科学依据——易之象

数理论。针灸量化的思维方式是象数思维方式，量化

方法应是“以类族辨物”和“象数相倚”，既“取象”又

“运数”，即形数统一。其量化的标准是以针刺深度、

留针时间（呼吸次数或息数）为衡量针刺量的大小，

以天地生成数、针刺补泻来区分刺激量的性质，以患

者针下“气至”或“得气”的感觉来衡量是否达到最小

刺激量。虽然古代医家对针刺量学研究还不够系统，

但是对今后的针刺量化研究给予了一定的指导和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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